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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企业扩权让利，增加了企业的自主决策空间和利润激励。
受到地理位置等外部因素和企业规模、劳动力情况等内部因素的多重影响，企业进行办社会决策

时需要在多目标之间进行平衡。 比较分析表明，外部供给约束较紧且规模较大的企业，或劳动力

过剩较多的重工业企业更倾向于办社会；而外部供给约束较为宽松，劳动力过剩问题不严重的轻

工业企业，或规模较小且劳动力剩余较少的企业，在办社会问题上更倾向于寻求更多替代方案。
ＱＣＡ 分析结果表明，外部供给约束和过剩劳动力这两个特定制度下的成因在较多情况下是核心

条件，对企业办社会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国有企业在社会职能问题方面的改革，和经济体

制改革密不可分，其进度与深度依赖于国家整体改革进程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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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国有企业制度变革及其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数字人文方法在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应用” （批准号：

２０２１ＹＱＮＱＤ００３４）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有学者提出，全面效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央计划经

济体制，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体制，必然导致职工低工资，压低全民消费，同时为了社会稳定，就必须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

这意味着工人需要通过一系列福利来弥补收入的不足，福利的提供者则必然是隶属于各级政权组织的国有企业。 此外，１９４９ 年前根

据地长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形成了个人应由所在的组织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思维模式。 同时因为长期的物资匮乏，根

据地包括党政机关和军队在内的各种组织机构已经习惯于在本职之外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 社会资源总量仍然不足的状况和

当时的制度架构，很容易在逻辑上导向企业办社会。 参见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５ 页；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６１—６３ 页。

②　 按照公共物品的性质分类，公共物品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严格意义上的纯公共物品较少，需要完全具备非排

他性、非竞争性，一般认为，国防、消防、公安、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等属于纯公共物品，而准公共物品是指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

他性的物品。 本文所讨论的企业所办的福利设施，有些竞争性没有那么强，且带有一定的排他性，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或严格意

义上来说，属于俱乐部物品，这些准公共物品可以被集体消费，但超过一定限度后会发生拥挤。 文中所提及的公共服务的供给包含

这类准公共物品。 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文中都采用公共服务这一表述。

一、问题的提出与现有研究回顾

改革开放之前的国有企业办社会是政策要求和制度模仿的结果。①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国家对

企业扩权让利的政策，使企业可以参考自身的内外部因素，一定程度上自主选择办社会的程度和方

式。 在获得一定自主权的情况下，企业实际上是在经济利益目标与其他社会目标并存的多目标结构

中，在公共服务外部供给和自身成本（经济利益方面和非经济利益方面）的双重约束下②进行决策

的。 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企业做出不同选择的机制是什么？ 又应如何测量企业内外部因素

的交互作用？ 本文试图基于相关史料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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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企业办社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对企业办社会的根本

成因，科尔奈的理论具有极强的解释力，短缺经济下的预算软约束使得企业有冲动对其福利设施进

行扩张。① 更多的经济学文献则致力于衡量企业办社会的效率，②总结企业办社会的弊端，讨论解决

企业负担的思路框架、改革措施以及具体案例等，期望以最好的方式进行改革将其剥离，以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③ 这类文献一般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与现实针对性，而从历史视角对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在

办社会问题上的具体动机、行为选择等更为细致的分析，尚不多见。
另一类主要是社会学的“单位”研究。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通常并不被研究者认为是经

济组织，研究多从“单位”“社区”的角度进行，④也更多聚焦于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作用。⑤ 集中

于探讨国有企业作为“单位”，提供全面福利的制度构成方式；分析市场化进程中其“单位”功能的变

迁，以及“从单位到社会”过程中社会调控体系的再造。 学者们也对国有企业办社会的成因作出了解

释，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下，单位组织间的“封闭秩序”使得各单位获得的资源无法互相流动，⑥

也就造成了普遍的办社会现象。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单位制从“闭合”走向“开
放”，⑦国有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其单位功能也在逐渐消解。 但是，大部分“单位”研究多聚焦

于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改革开放后的转型期关注较少。
总体而言，已有国有企业办社会相关研究成果的视角普遍较为宏观，针对改革开放初期情况进行微观

层面的探讨，尤其是对纳入经济利益考量后国有企业相关决策的研究着墨较少。⑧ 本文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初期国有企业的案例资料为核心，拟对当时企业在办社会问题上的决策动力机制做出探讨。

二、时代背景、分析框架与案例史料描述

（一）扩权让利：企业获得一定自主权

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总量不足，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存在一定局限性，只能依靠“单位”这
一组织形式来构建国有企业⑨，由每个企业自己负责提供员工所需一切社会服务。�I0 因此，国有企业

从一开始就不是现代企业制度意义上的经济主体，而是一个多目标组织。 企业的目标包括完成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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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上），张晓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９５—２１７ 页；《短缺经济学》（下），第 ７—
２０ 页。

王志强：《为什么“企业办社会”是低效率的———一个公共经济学的解释》，《中国经济问题》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王蜀磊：《对“企
业办社会”效率的理论分析》，《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０ 期。

这方面的文献分布在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今的数十年间。 早期的文献，如来华、谷初的《谈工厂办社会和企业负担问题》
（《社会》１９８６ 年第 １ 期）初步探求了企业办社会的利弊得失。 ９０ 年代正式开始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这一时

期也是探讨比较集中的，理论方面，如常广林：《“企业办社会”面临的困扰与出路》，《经济纵横》１９９１ 年第 ６ 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中非生产性资产处置课题组：《非生产性资产的剥离与福利的货币化》，《经济学动态》１９９４ 年第 ６ 期；陈长春、魏清明、季建伟：《我国

企业与社会关系的重整和优化———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框架之一》，《煤炭经济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等等。 行业案例方

面，如张付、李铭、史乃新：《煤炭企业办社会职能剥离初探》，《煤炭经济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７ 期；华中炜等：《解决国有石油企业办社会

问题的对策与建议》，《经济研究参考》１９９９ 年第 ６８ 期；等等。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后，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不再是国企改革的热点，学术

界对“企业办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关注也逐渐减少，但剥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２０１４ 年开始加快解决少数的历史遗留问题。 现在，
这一改革已基本进入收官阶段。

这方面的文献很多，较有代表性的如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李路路：《论
“单位”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等等。

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６１—１８５ 页。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第 ３５６—３６０、５３４—５３８、２７９—２８０ 页。
李珮瑶：《从“闭合”到“开放”：单位组织内外边界的形塑与消解》，《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林盼：《从“单位制”到企业史：国营企业发展史研究的视角转换》，《求索》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严格地说，国营企业指的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企业。 随着改革的推进，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国

营企业逐渐改称为“国有企业”。 本文所用的调查资料也正是诞生于这一转型期，所以延续了过去的用法。 而且，在大部分国有企业

相关研究中，并未对这两个词汇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区分，通常笼统称之为国有企业。 为使用便利，本文统一使用国有企业。
王志强：《为什么“企业办社会”是低效率的———一个公共经济学的解释》，《中国经济问题》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党政机关下达的各项任务，维持和组织其成员的社会生活（大多通过办社会来进行）等，但是在提高

自己的经济效益方面通常动力不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的扩权让利，使企业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年之间，扩权让利一

直是改革的焦点，中央逐渐认同了必须让企业拥有经济利益方面独立性的观点，①并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了扩权试点。 但是，其局限性也很快显现，企业在生产计划、工资制度、利润留成的资金支配等方

面的权力还很小，只顾眼前利益，忽略长期发展的短视现象渐渐凸显。 在扩权让利政策的影响下，不
同企业在办社会问题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二）分析框架：企业的有限自主

扩权让利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开始关注利润，但是，企业的大部分制度，以及职工和企业管理

者的认识，还基本保持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状态。 企业必须完成包括利润、职工生活、安置就业、技
术革新、社会贡献等多个目标，在给定的资源约束下，多目标之间就出现了相互制约的张力。 企业没

有独立经济利益，只是国家的生产机构和行政管理结构的单元时，从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两方面来

讲，选择办社会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对劳动者担负无限义务，而“统收统支”“预
算软约束”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普遍存在的短缺现象，使得为满足员工生活实际需求而举办多种生活

服务设施的行为，无需考虑成本，反而成为获得职工拥护的手段和争取更多国家资源的理由之一。
但当企业拥有独立经济利益之后，这一选择变成了在相对受限的预算约束条件下，在企业自主权允

许的范围内，如何利用有限的成本在多目标之间进行平衡的问题。②

针对上述特征，本文采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框架，③从外部因素与内部考量两个维度来分析企业

案例。 当企业认为，办社会虽然增加了成本，但是在多目标体系下，其他方面的收益更高时，④就可能

会采用办社会的方式；反之，则可能试图寻求其他替代方案。 具体分析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企业办社会决策影响因素图

外部供给约束主要有企业所在地点、供给不确定性、企业地方关系，内部因素则主要是企业职工

规模、企业过剩劳动力、企业所属行业等。 外部供给约束的松紧决定了企业获取公共服务的成本，企
业规模、劳动力情况和所属行业等也综合影响着企业的决策。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案例分析的方法，
分析各种因素是如何交互作用影响企业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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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提出，要发挥企业主动性，首先必须承认它在经济利益上的独立性。 蒋一苇提出“企业本位论”，主
张企业应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 当时国家经委非常认同这一观点。 参见萧冬连：《探路之役：
１９７８—１９９２ 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３６—３７ 页。

不仅仅是本文所关注的 １９７９—１９８３ 年，整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企业目标受到计划与市场的双重影响，还要受到企业职工的

影响和制约。 在国有企业的产权组织结构、职工决策参与方式、就业工资制度、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配套改革始终裹足不前的情况

下，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 参见郑红亮：《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行为———７６９ 家国有工业企业厂长（经理）问卷分析》，《经济研

究》１９９２ 年第 ５ 期。
早在 １９３７ 年，罗纳德·科斯就提出经典问题：企业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来决定是自己生产一种产品或服务，还是从外部购

买？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首先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与企业和市场组织研究联系了起来。 通过分析外部供给环境与内部组织面

临的成本负担，来分析企业在制度转型期如何具体的进行办社会的决策，即是本文所借鉴的制度经济学框架视角。 参见罗纳德·科

斯：《企业的性质》，奥利弗·Ｅ. 威廉姆森、西德尼·Ｇ. 温特编：《企业的性质》，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５—４６ 页。
此处的成本收益，包括但不仅限于经济利益，还包括安置就业、维持组织稳定等方面。



（三）案例史料概述

为了及时跟进总结国家改革措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导下一步改革的方向，１９８３ 年初到

１９８４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经济所）和世界银行组织对中国部分代表性工业企

业进行了一次合作调研，内容涉及企业的基本信息、管理体制、经济绩效等，调研相关资料包括调查

报告、统计数据、企业内部的文件、规章制度等，时间跨度为 １９７９ 年到 １９８３ 年，最终汇总为“中国国

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 （现藏经济所，尚未整理、出版），即是本文所使用的主要史料。 为

了使调研结论更有效，经济所与世界银行组织对所调研的企业样本进行了精心选择，“具有一般的

典型性”。① 如表 １、表 ２ 所示，本次调研共包含 ２０ 家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多为改革步伐走得较快

的试点企业；分布在 １５ 个省、市、自治区，从 ３００ 万以上非农人口大城市到 ５０ 万以下的小城市，甚
至农村地区皆有覆盖；企业规模涵盖大、中、小所有类型；企业产品从糖果到卡车，从重工业到轻工

业皆有涵盖。
表 １ ２０ 家企业基本信息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地点 主要产品 从属级别 就业人数（人）

１ 鞍山钢铁公司 辽宁鞍山市 钢 三级联合管辖 １９４６３８

２ 宝鸡氮肥厂 陕西宝鸡市 化肥 省（市、自治区） １９８４

３ 成都机车车辆厂 四川成都市 机车修理 中央 ４７４４

４ 重庆钟表公司 四川重庆市 钟表 市（县） ４２８７

５ 江门南方食品厂 广东江门市 糖果饮料 市（县） ６３８

６ 金陵石化公司 江苏南京市 石化产品 中央 ２３７１６

７ 闽东电机公司１ 福建福安县 小型电机 省（市、自治区） ３３３５

８ 第二汽车制造厂 湖北十堰市 卡车 中央 ５３０６２

９ 南宁绢麻纺织厂 广西南宁市 绢纺品 市（县） ３１５９

１０ 华北石油管理局２ 河北 原油 中央 ７９０５３

１１ 西北国棉一厂 陕西咸阳市 坯布 省（市、自治区） ６４５２

１２ 青岛锻压机械厂 山东青岛市 双盘摩擦压床 市（县） １５６１

１３ 北京清河毛纺织厂 北京 毛纺品 省（市、自治区） ３３２２

１４ 清远县地方国营工业３ 广东清远县 综合产品 市（县） ６２１８

１５ 三岔子林业局 吉林浑江市 木材 省（市、自治区） １００２９

１６ 上海国棉十七厂 上海 棉纺、混纺品 省（市、自治区） ９８０５

１７ 沈阳冶炼厂 辽宁沈阳市 有色金属 市（县） ／ 中央 ６７７０

１８ 上海高压油泵厂 上海 油泵 省（市、自治区） ４３７

１９ 天津色织公司 天津 纺织品加工 省（市、自治区） １２６１２

２０ 湘乡水泥厂 湖南湘乡县 水泥 省（市、自治区） ２３２０

　 　 资料来源：据陈吉元、吉·蒂德里克《中国工业改革与国际经验》第 １３—１４ 页相关表格信息合并整理而成。

注１． 闽东电机公司是一个跨地区的企业，主体厂位于福安县的山区，但 １９８１ 年合并了福州拖拉机厂后，开始逐渐向较发达地区转移。

２． 华北石油管理局下属的各部门分布在河北省的多个地方，无法明确一一列举。

３． 清远县地方国营工业包括县经济委员会下属的 １７ 个厂，生产范围涵盖农机、化肥、水泥、火柴以及食品加工等。

表 ２ 案例企业的地点、产值规模和从属级别分布概况

地点分布 产值规模分布（万元） 从属级别分布

区位 企业数量 规模（产值） 企业数量 从属级别 企业数量

直辖市 ４ 大（ ＞ １０００００） ４ 中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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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地点分布 产值规模分布（万元） 从属级别分布

区位 企业数量 规模（产值） 企业数量 从属级别 企业数量

省会城市 ６ 中（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３ 省（市、自治区） ９

市（县） １０ 小（ ＜ １００００） １３ 市（县） ５

　 　 资料来源：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 下文所引“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除特殊标注

外，均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不再逐一说明。

说明：鞍山钢铁公司属中央、省、市三级联合管辖，从属级别不在此表体现。

对于企业办社会倾向的衡量，受史料所限，缺乏定量指标，只能从几个方面进行较为粗略的估

计。 大部分案例企业的调查资料中，都有对“生活福利管理（生活服务）”的专项调查，记录了企业生

活福利设施的类别、规模等大致状况。 因此，如果调查资料中反映了企业办社会有负担，或生活福利

部门举出的福利设施门类较为齐全的，则认为该企业办社会倾向较强；调查资料中记载了向外购买

生活服务的情况，或福利设施门类较少的，则认为该企业办社会倾向较弱。① 这样看来，２０ 家企业中

有 １０ 家办社会倾向较强，另 １０ 家较弱。
表 ３ 对 ２０ 家企业办社会倾向程度的估计

办社会倾向较强的企业 办社会倾向较弱的企业

清远县地方国营工业 青岛锻压机械厂

湘乡水泥厂 上海高压油泵厂

宝鸡氮肥厂 江门南方食品厂

成都机车车辆厂 闽东电机公司

西北国棉一厂 南宁绢麻纺织厂

三岔子林业局 北京清河毛纺织厂

华北石油管理局 重庆钟表公司

金陵石化公司 沈阳冶炼厂

第二汽车制造厂 上海国棉十七厂

鞍山钢铁公司 天津色织公司

　 　 资料来源：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

从上述资料出发，下文将从多个方面对企业办社会的倾向与其内外部因素的相关性进行探索。

三、企业办社会决策的动因探索

（一）企业外部供给约束的影响

为讨论企业公共服务的外部供给情况，我们参考城市规模、厂址、与地方关系三方面的资料对其

进行大致分类。 第一，各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不一，由于缺乏直接证据支持和其他资料说明，本文

认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公共服务供给约束比市、县的企业更宽松。 第二，在调查资料中提及地处

偏远、只能依靠自身办生活福利设施的企业，无论其属于哪个城市，均列入外部供给较紧张的类别。
因为有些企业虽归属大城市，厂址却在市郊，实际上严重缺乏外部提供的公共服务，如金陵石化公司

虽地处南京，但因为是远郊，职工生活福利、公用交通、医院、学校、商业服务网点等均需各厂自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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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采用了构建二元变量的方式，基于材料中的记录，对办社会倾向进行了划分，但不可否认这一处理方法会受到材料本

身的局限性；且就目前而言，尚未能找到比现有材料更具系统性的史料辅助研究。 因此，我们只能暂且认为在此调查中，企业所反映

的情况是具有相当可信度的，基于此进行二元变量构建亦是可行的。 这也是本文不可避免的一点缺憾。



路，企业对此感到压力很大。① 第三，调查资料中提及地方无力或不愿提供的，也将其列到供给较紧

张的类别。 综上，２０ 家企业的外部供给情况大致分类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２０ 家工业企业生活服务的外部供给情况

较宽松
较紧张

位置较偏远或所处城市不发达 与地方存在所属关系或利益上的冲突

上海高压油泵厂 金陵石化公司 第二汽车制造厂

上海国棉十七厂 三岔子林业局 华北石油管理局

南宁绢麻纺织厂 湘乡水泥厂 鞍山钢铁公司

重庆钟表公司 西北国棉一厂

北京清河毛纺织厂 宝鸡氮肥厂

成都机车车辆厂 清远县地方国营工业

天津色织公司 青岛锻压机械厂

沈阳冶炼厂 闽东电机公司

江门南方食品厂

　 　 资料来源：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

１. 地理位置与外部供给。 表 ４ 中，外部服务供给较紧张的共有 １２ 家企业，其中有 ９ 家位置较为

偏远或所处城市不发达，这 ９ 家中有 ３ 家厂址偏远，外部服务供给极端缺乏，企业除自办之外，实际上

别无选择。 除前文提及的金陵石化公司外，还有吉林三岔子林业局和湖南湘乡水泥厂也是这种情

况。 吉林三岔子林业局，地理位置非常偏僻，其经营性质和规模又不足以发展出新的城市，企业只能

选择自己提供服务设施。 因此，每个林场都有自己的学校、商店、俱乐部、图书馆、游艺室；甚至卫生、
教育、交通、邮电、消防也归企业管，并设有森林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② 湖南湘乡水泥厂也因地处

山区，自己经营医院、食堂、幼儿园，中小学，并供应粮油副食。 甚至因其医院条件较好，设备较齐全，
不仅负责医治本企业的职工，还产生了外溢效应，经常为附近铁路职工和居民服务。③ 即使这 ３ 家企

业在规模、所属行业、剩余劳动力方面有差异，但其选择也只能是一致的，即依靠自己提供生活福利

设施来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
９ 家企业中的另外 ６ 家，地理条件略好于前文中的 ３ 家，所处城市规模较小，相对不发达，但勉强

可提供少量公共服务。 这 ６ 家中，３ 家的办社会倾向较强。 西北国棉一厂办有冰棍房、奶牛场、理发

店、托儿所、幼儿园，从小学到高中的职工子弟学校，还有 ４ 个食堂、２ 个澡堂、１６ 个茶炉等设施。④ 宝

鸡氮肥厂原本的工厂设计基本没有生活福利设施，最初职工都住在农村，后来动用大量资金和基建

能力补充建设宿舍和住宅，另外还办了食堂和学校，厂长姜文盛反映企业非生产性负担太重。⑤ 清远

地方国营工业则是将全部利润留成的 ５０％都用于集体福利设施，这与其他企业相比是很高的。 只有

青岛锻压机械厂、闽东电机公司和江门南方食品厂的办社会倾向相对较弱。 这 ３ 家企业的共同点

是，几乎没有什么过剩劳动力、规模小、人数少，只办了最基本的食堂、澡堂等。 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

影响企业办社会决策的内部因素提供了线索。
相较于上述两种情况，表 ４ 中所在地区较发达，城市（省会、直辖市）有一定规模，外部服务供给

较宽松的 ８ 家企业中，有 ７ 家都是办社会倾向较弱的。 这意味着企业在所在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较高

的情况下，企业在办社会方面可以有更多选择。 另外 １ 家企业，即成都机车车辆厂是办社会倾向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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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这可能源于该厂劳动力过剩较多。 成都机车车辆厂的访谈资料表明，其内部的就业和安置压

力非常沉重，出现了“一人工作二人干”的情况。 为了安排职工家眷和子女就业，该厂不仅办了小学

到初中、高中的教育，还建立了医院、澡堂、食堂、电影放映队、待业青年商店等机构和设施。 还先后

办了两个集体企业，称为“一分厂”“二分厂”，共安置 １１００ 多人。 这两个分厂劳动效率低下，而成都

机车厂还要向其低价提供设备、原材料，并经常借给资金，这一安置性的集体企业也被成都机车车辆

厂视为包袱。①

２. 供给不确定与外部供给。 在外部完全没有供给时，无论企业规模如何，都必须尽力保证职工

的基本生活，这时一定程度的办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在刚刚建起的时候都是如此。
但是，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发展和完善，企业的外部供给约束实际上是逐渐放松的，那么大型

国有企业是否会转而选择另一个方向———“购买”公共服务以节约成本呢？ 从案例看来，在“大企业、
小城市”的情况下，企业一般不会这样做。 第一，改为“购买”就要先把已经办起来的福利设施交给地

方经营，但地方常常没有足够的资金维持；第二，改变统属关系后，供给很有可能是不确定的，企业面

临资源被占用的风险，其内部阻力也相当大；第三，因为公共服务短缺，“物以稀为贵”与寻租空间双

重因素叠加，大多数情况下企业“购买”交易费用较高。 这些因素使企业最终选择自办。 而且，大型

国有企业通常在经济上占有相当优势，所办公共服务事业的水平常常强于地方政府，从而进一步强

化了自己办社会的选择。
鞍山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鞍钢）在这方面是个代表性的案例。 其职工占鞍山市人口的大部分，生

活福利设施水平也较好，但几次在领导要求下尝试把生活福利事业转给地方，都未能成功。 其原因

之一是有些需要持续投入的项目，如职工宿舍的修理，地方在财政上对此力有不逮；原因之二是地方

的短缺现象也比较突出，地方接手之后优先处理地方的需求，而企业对其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来保

证职工的利益，导致很多福利事业转移之后企业职工反而享受不到了。 “我们和市里曾经合并过三

次，但一合并企业就吃亏，医院一合，职工就住不进去了，好的设备和人员就调走了。 我们有的生活

福利设施，和市里一合并，再分的时候就拿不回来了，如农场、疗养院等等”。② 这些福利设施在企业

内部时，必须服从企业的安排，优先保障职工的需求，而由地方接手则增加了企业的不确定性，获取

这方面资源的困难增加了。 因此，虽然鞍钢 １９８０ 年改为利润留成、１９８１ 年又改为利润包干分成后，
有了追求利润的意识，也对在职工生活福利方面每年需支出约 ６００ 万元感到压力和不满，但仍坚持

自己经营生活福利设施。
３. 企业地方关系与外部供给。 一些中央直属或省属企业，并非完全无法从外部获取公共服务，

实际上既可以出资购买也可以自办，但由于企业与地方在利益上存在不一致，加上资源的短缺、供给

不稳定，购买价格较高，企业评估成本后，结合内部因素的考虑，可能会选择自办生活福利设施。
华北石油管理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企业总部位于河北任丘县，但是下属各基层单位因其作

业性质，广阔分散于冀中平原各地。 因为是中央直属企业，在相关的省、市和地区看来，华北石油管

理局虽然身处当地，但却是另一个独立的系统，其职工的生产生活，均不与地方政府相关，政府亦无

需对其负责，当地政府提供的服务都将华北石油管理局排除在外，如实在需要，则要另外出资。 例如

待业青年安置，政府有专项费用，但不提供给油田的待业青年；徒工、临时工的家属救济，虽归当地民

政部门管，但油田需出资；民兵训练、消防队、民警等费用也都由油田自行负担。 甚至大专院校如对

油田招生，油田也要另外支付费用。 在教育服务方面，华北石油管理局经历了从购买转向了自办的

过程。 因为所属问题，在本地区招生、分配的各地区师范专科院校既不录取油田的学生，也不给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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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毕业生，导致油田中小学师资严重缺乏。 同时油田也缺乏地区中小学相应的管理人员和教研机

构的帮助。 华北石油管理局起初试图向地方购买教育服务，例如向坝县中学购买 １２ 个高中入学的

名额，需要 ３ 万元，只收三届；沧州一中的 ８—９ 个入学名额，每年支付 ２ 万元，有时还被要求额外提供

液化气、汽车等物资。 大兴县则是一个入学名额 ３０００ 元，且要求自带桌椅板凳，还要求油田盖校舍，
最终油田出于对成本的评估，决定抽回资金自办学校。①

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同样在“购买”和“自办”中选择了后者。 二汽和十堰市在 １９８１
年从建制上分开之后，十堰市作为地方政府并没有为二汽提供公共服务。 调查资料提及，十堰市的

商店建设没有将二汽工厂区域规划在内。 对于容易亏损的商业部门，“十堰市让二汽自己经营，自己

补贴；能赚钱的，十堰市不让二汽经营，经营了就要罚款”。② 这种情况和当时二汽与地方的财务分配

相关。 二汽上缴利润 ８０％归中央财政、２０％归省财政，没有十堰市的份额；每年交纳的税金 ５０００ 万

元，也只有 ３％留给十堰市。 因此，十堰市并不愿意付出成本为二汽提供公共服务，即使提供，也需要

二汽提供某些利益来交换和购买。 但企业认为，从地方购买与自办相比，前者并不经济，因此选择自

办。 二汽当时的党委书记兼厂长黄正夏说：“企业和地方的关系，在体制上要使地方愿意为企业服

务。 ……国家不给地方留点利，地方就必然要争着办自己的小企业。 在现有体制下，‘企业办社会’
问题解决不了。 现在二汽非办学校不可，让市里办，花钱更多，教育质量还未必有保证。 职工医疗机

构也是这样，工厂非自己办不可。”③

总而言之，受到地理位置、城市本身的发展、企业与地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企业面临着不

同的外在条件。 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在面临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供给约束较紧时，企业不得不

选择办社会来设法保证其职工的基本需求；反之，公共服务水平越发达、外部供给约束越宽松，企业

办社会倾向越弱，选择也更具多样性。
（二）企业内部因素对办社会的影响

除了外部供给的约束，企业在办社会问题上的选择和决策也深受企业自身规模、劳动力过剩情

况、所在行业等方面的影响。 一些访谈资料和数据可用来大概判断企业的上述情况。
由于需要考察的是企业办社会的情况，企业的规模主要参考其就业人数。④ 对企业过剩劳动力

情况的估计有几种方式：一种是用劳动力与固定资产的比值来估计劳动力过剩的程度，但这一指标

较适合在同一行业中比较，在不同行业之间数值相差很大；另一种指标是服务人员数量与职工总数

的比值，但这样做的缺点是忽略了劳动力与岗位要求不匹配的结构性过剩，可能存在的岗位间的借

用情况。⑤ 同时，上述两个指标均没有体现潜在的过剩劳动力———期待就业的职工子女和家属。 而

且，有些企业的原始数据缺失（只有 １０ 家企业提供了具体财务数据）。 因此，基于暂无其他更具可信

性和系统性的史料，本文综合利用调查资料与数据材料，在调查资料中明确提出劳动力过剩或安置

难题的企业，参考其附属集体企业、生活服务公司等部门的用工状况，将其划入过剩劳动力较多的分

类。⑥ 表 ５ 可以看出本文所用 ２０ 家企业的案例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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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产值、固定资产等指标，是因为总产值、固定资产总量虽然也是企业规模的重要标志，但与其所属工业部门有紧密联

系，不同工业部门之间难以比较。 而生活福利设施方面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认为主要与职工人数相关。
企业非生产性人员的比例是受到限制的，因此岗位“身份”与实际工作不一定匹配，可以通过借用方式规避这个限制。 有的

企业在调查资料曾提及这样的情况。
因企业行业、性别比、家属子女情况等各方面差异很大，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数量标准来衡量。 因此，参考企业自身对此的感

受可能是最合适的。



表 ５ ２０ 家企业的自身条件与办社会倾向程度

企业 规模（总人数） 劳动力过剩情况 行业 办社会倾向程度

鞍山钢铁公司 １９４６３８ 多 重工业 强

华北石油管理局 ７９０５３ 多 重工业 强

第二汽车制造厂 ５３０６２ 多 重工业 强

金陵石化公司 ２３７１６ 少 重工业 强

天津色织公司 １２６１２ 多 轻工业 弱

三岔子林业局 １００２９ 多 重工业 强

上海国棉十七厂 ９８０５ 少 轻工业 弱

沈阳冶炼厂 ７０１３ 少 重工业 弱

西北国棉一厂 ６４５２ 少 轻工业 强

清远县地方国营工业 ６２１８ 少 综合 强

成都机车车辆厂 ４７４４ 多 重工业 强

重庆钟表公司 ４２８７ 少 轻工业 弱

闽东电机公司 ３３３５ 少 重工业 弱

北京清河毛纺织厂 ３３２２ 少 轻工业 弱

南宁绢麻纺织厂 ３１５９ 少 轻工业 弱

湘乡水泥厂 ２３２０ 多 重工业 强

宝鸡氮肥厂 １９８４ 多 重工业 强

青岛锻压机械厂 １５６１ 少 重工业 弱

江门南方食品厂 ６３８ 少 轻工业 弱

上海高压油泵厂 ４３７ 少 重工业 弱

　 　 资料来源：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

１. 企业职工规模对办社会的影响。 从访谈资料和数据来看，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自己举办

福利设施。 如前文所述，从外部看，无论偏远与否，地方很难支撑大型企业所需的社会服务，大型企

业由于管理归属问题通常又无法在财务上支持地方。 从内部看，职工多于 １００００ 人的特大型企业共

有 ６ 家，除天津色织公司以外，办社会倾向均较强。 大型企业因规模效应，所办生活福利设施常常优

于地方。 企业规模还影响举办福利设施的种类，一般稍具规模的企业，均有食堂、澡堂等设施，但医

院、学校等，通常只有大中型企业才有举办的能力，规模较小的企业则可能选择合办或购买。 例如南

宁绢麻纺织印染厂，食堂、托儿所等为自办，学校就是与其他企业合办，工厂每年为每个学生向学校

支付 １８０ 元。① 闽东电机公司福安片的三个厂，也是通过和福安县一中挂钩的形式解决子女入学

问题。②
表 ６ 企业规模与办社会倾向的相关性

总人数 大于 ６０００ 小于 ６０００

办社会倾向较强的企业 ７ ３

办社会倾向较弱的企业 ３ ７

合计 １０ １０

　 　 资料来源：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

说明：６０００ 约为这 ２０ 家企业职工人数的中值。

表 ６ 中，总人数少于 ６０００ 人的企业 １０ 家，其中 ７ 家办社会倾向较弱，占 ７０％ ；总人数大于 ６０００
人的企业 １０ 家，其中 ７ 家办社会倾向较强，占 ７０％ ，只有 ３ 家较轻，这 ３ 家企业分别是天津色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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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上海国棉十七厂、沈阳冶炼厂，均位于直辖市或省会，外部供给约束较宽松。 其中，天津色织公司

情况有些特殊性，这一企业成立于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被国家经济委员会列为全国 ２４ 个企

业性公司（总厂）试点单位之一，该企业实际上由 １８ 个较小规模的工厂联合而成。 合并之前，由于这

些工厂规模小且外部条件好，办社会倾向可能较弱；而这些企业合并后的一个重要诉求，就是把集中

的福利基金同各工厂历年结余的福利基金集中在一起，联合兴办职工宿舍。 该企业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１９８３ 年四年中共建房 ２５３８ 间，还购买了市开发公司新建的宿舍。 因此，该案例可以成为企业规模越

大办社会倾向越高的证据。
２. 企业劳动力过剩情况对办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企业都有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不仅

存在职工数量过多的绝对过剩，也存在劳动力与岗位要求不相匹配的结构性过剩。 重工业企业常常

出现性别比例偏失造成的劳动力结构性过剩，企业只能选择依靠举办生活福利设施或集体企业来安

排多出来的职工，造成生活福利设施的进一步膨胀，无形中促进了办社会倾向的加深。 如鞍钢这样

的冶金企业，从生产出发，认为女工比例不应超过 １０％ ，但其招工权限完全集中在省市劳动部门，要
求鞍钢招收的职工当中女工不少于 ４０％ 。 鞍钢的解决办法是按劳动部门的要求招工，但招来的大部

分女青年进入生活服务公司和附属集体企业工作。① 二汽也有相似的情况，服务人员的比例特别高，
一方面来自过去对家属和子女采取“包下来”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和企业无权自主招聘有关。 湖南湘

乡水泥厂招工时，为了平衡因政策而分来过多女工，导致一些岗位人员紧张，总的劳动力却过剩。②

除性别比例问题，职工家属和子女的就业也是企业的巨大负担。 由于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 年超计划增加

职工过多，达 ９８３ 万人，从 １９７２ 年起，国家计划委员会就一直严格控制职工的增加。 １９７５ 年，国家计

划委员会为了解决企业家属、子女没有工作岗位的问题，号召组织职工家属从事农副业生产，并建立

了退休顶替制度。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年，以此方式安排了 ３２８８ 万人就业，但全国仍富余劳动力约 ２０００ 万

人。③ 政府为此付出很多努力，提出“对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就业率要统筹兼顾”，安置职工家属和子

女也就自然成为企业的目标任务之一。 企业选择办社会的一大原因就是在安置企业内部富余劳动

力的同时，还可以解决职工生活福利问题，相当于以一份工资成本达成了两个目标。 同时，非经济的

因素也是企业考量的一部分，如安置不善引发社会不稳定、影响干部的考核和晋升等。 吉林三岔子

林业局的管理者就明确表示：职工子女就业和生活后勤工作，是企业的两个重要目标，“这些工作搞

好了是个动力，搞不好就成为负担，很麻烦”。④

除此之外，企业与行政部门间招工的博弈也造成了劳动力进一步过剩。 因招工权限集中在劳动

部门，企业没有招工权力，也没有解雇权力，因此通常想尽可能多招收内部子女，因为原本这也被视

为企业的责任，对外招收则不仅要付出额外成本，还挤压了职工子女的就业空间。 但劳动部门通常

希望企业向社会统一招收，以缓解社会上的就业问题。 因此，争抢指标和搭配指标的现象很常见。
成都机车车辆厂某次申请了 １００ 个招工指标，希望招收厂内职工子女，但市劳动局不同意，经过来回

拉锯，最终达成了对半开的协议，但必须得招收 ５０ 名女工。⑤ 华北石油管理局仅有一半的招工名额

留给本单位子女，另一半则需交给省里招工，但是其他企业却不对油田子女招工，油田子女只能留在

企业中成为富余劳动力。⑥ 宝鸡氮肥厂每安置职工家属一人，市里就要求搭配数个社会人员，因为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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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大量的待业青年。① 上述在调查资料中存在劳动力问题的企业，同时也都属于办社会倾向较强的。
从表 ７ 来看，２０ 家企业中，劳动力过剩较少的企业有 １２ 家，其中 ９ 家办社会倾向较弱，占 ７５％ ；

劳动力过剩较多的企业有 ８ 家，除天津色织公司以外，７ 家的办社会情况都相对严重，占 ８７. ５％ 。 可

见企业内部劳动力过剩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业选择自己办社会的方式。
表 ７ 劳动力过剩情况与办社会倾向相关性

劳动力过剩较多的企业 劳动力过剩较少的企业

办社会倾向较强的企业 ７ ３

办社会倾向较弱的企业 １ ９

合计 ８ １２

　 　 资料来源：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

大部分富余劳动力较少的企业，其办社会倾向较弱。 如上海国棉十七厂位于杨浦区，１９８２ 年，全
厂职工共 ９６９１ 人，一线职工比例接近 ８０％ 。 因 １９７８ 年以后老职工大批退休，顶替和增加的新工人

达 ４４０６ 人，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不算严重，也几乎没有需安置的家属。 因此，办社会的必要性降低

了，同时因为上海基础设施发达，故对企业办福利的需求也较低。 厂里仅办了一个商店，安置了几十

人。② 较少劳动力过剩且办社会倾向较强的 ３ 家企业分别是清远县地方国营工业、金陵石化公司和

西北国棉一厂。 这 ３ 家企业的外部供给约束都较紧，且在规模上属于中型或大型企业，职工人数均

在 ６０００ 人以上，金陵石化公司更是有高达 ２３７１６ 名职工。 唯一一家劳动力过剩较多，办社会倾向却

较弱的企业是天津色织公司，其案例情况比较特殊，但根据上文分析也可知，该企业事实上合并后也

加速了办社会的步伐。
３. 企业所在行业与办社会情况。 ２０ 家企业中，既有属于轻工业部门的，也有属于重工业部门

的；行业差异是否与办社会倾向相关？ 按照轻重工业的分类，２０ 家企业中，有 １２ 家属重工业，７ 家属

轻工业（清远县地方国营工业是多个分属不同行业的企业的联合体，此处不计在内）。 １２ 家重工业

企业中，８ 家办社会倾向较强，占 ６６. ７％ ；４ 家办社会倾向较弱，占 ３３. ３％ 。 ７ 家轻工业企业中仅西北

国棉一厂办社会倾向较强，其余均较弱。 可以看出，重工业企业似乎比轻工业企业办社会的倾向要

强烈得多。
然而，这个结论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从规模上看，重工业企业的规模远大于轻工业企业，

还需要排除规模的影响。 ７ 家轻工业企业共有 ４０２７５ 人；１２ 家重工业企业中，剔除规模最大的 ４ 家，
其余 ８ 家共有 ３１１８０ 人，总人数已经少于 ７ 家轻工业企业的总和。 规模较小的这 ８ 家重工业企业中，
办社会倾向较弱的比例上升到了 ５０％ 。 其中，闽东电机公司、青岛锻压机械厂是规模相对较小的机

械工业，沈阳冶炼厂位于沈阳市中心，外部条件较好；上海高压油泵厂二者兼有，既是小规模的机械

工业，又位于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大城市。
由表 ８ 可以看出，企业所属行业确与其办社会倾向相关，重工业远强于轻工业，但其相关性部分

来自规模差异。 实际上，企业所属行业的影响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小。
表 ８ 轻重工业与办社会倾向的相关性

重工业企业 轻工业企业 小规模重工业企业

办社会倾向较强的企业 ８ １ ４

办社会倾向较弱的企业 ４ ６ ４

合计 １２ ７ ８

　 　 资料来源：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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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与宝鸡市级机关的关系》（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第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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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集体福利基金政策的影响。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国务院下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实行

办法》，规定了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且留成利润要按比例划分出一部分作为集体福利基金。 职工奖

励基金在发放奖金后有多余的，也可以用于兴建职工住宅和举办其他集体福利事业。① 集体福利基

金占利润留成总额的比例由政府与企业事前商定，其具体数值与企业规模直接相关。 集体福利基金

无疑是对企业办社会供给侧的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集体福利基金的政策影响。
从资料来看，集体福利基金政策的有无确实对企业办社会存在一定的影响。 利润留成实施之

后，许多企业利用划分到的集体福利基金，在福利事业方面追加了投入，例如修建更多的职工住宅、
建造职工食堂、增加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等。 因为在低工资、物资短缺和缺乏市场经济调剂的共同作

用下，用集体福利基金兴办生活福利设施，相当于补贴职工，降低职工花费。 事实上，无论是办社会

倾向较弱还是较强的企业，都进一步建设了福利设施。 办社会倾向较弱的企业，如江门市南方食品

厂，１９８１—１９８３ 年在留成利润中分得的集体福利基金超过 １００ 万元，企业用其中 ６０ 多万元兴建了职

工食堂和宿舍；北京清河毛纺织厂在扩权试点后增建职工家属宿舍 １ 万平方米。 办社会倾向较强的

企业，如成都机车车辆厂，将职工福利基金用于医院、浴池、食堂、托儿所等部门的固定资产购置和其

他所需物资的开支，建设了 ８ 万多平米的宿舍，还修建了一座条件较好的俱乐部。②

但是，从人均集体福利基金数目来看，其大小对企业办社会的倾向并没有明显的影响，见表 ９。
这可能是由于企业对集体福利基金的使用比较灵活，既可以在不同年份对福利基金的支出项有不同

侧重，也可以把几年的福利基金积攒起来使用，这使得本时段内的人均数值缺乏实际意义，给进一步

数据分析带来了困难。
表 ９ 人均集体福利基金数目与办社会倾向的相关性

办社会倾向强 办社会倾向弱

企业名称 人均集体福利基金（元） 企业名称 人均集体福利基金（元）

清远县地方国营工业 ３７. ８６ 青岛锻压机械厂 ２３. ３９

湘乡水泥厂 １８９. ２２ 上海高压油泵厂 ２４０. ４３

宝鸡氮肥厂 ２３６. ８９ 江门南方食品厂 ２３５. ９５

成都机车车辆厂 １３６. ２７ 闽东电机公司 ６６. ２５

西北国棉一厂 １１５. ０９ 南宁绢麻纺织厂 １７１. ３３

三岔子林业局 １５１. ８６ 清河毛纺厂 ２５２. ６５

华北石油管理局 １９. ９９ 重庆钟表公司 ３１０. ０８

金陵石化公司 １２４. ０７ 沈阳冶炼厂 ２４７. ０４

第二汽车制造厂 ２７０. ５７ 上海国棉十七厂 １８０. ９５

鞍山钢铁公司 １５１. ６０ 天津色织公司 １８２. ４０

　 　 资料来源：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

综上，我们暂时只能看到集体福利基金政策对企业选择办社会确有正向作用，而人均集体福利基金

数目的影响不明显。 这一政策初期增加了办社会的资金，提升了职工的满意度和积极性，促进了企业追

求经济利益。 但是，由于企业迟迟没有实现自负盈亏，该政策后来给企业带来了相当严重的负面

作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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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１９８０ 年１ 月２２ 日）、《正确实行奖励制度，坚决制止滥发奖金的几项规定》（１９８１ 年１ 月１６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 ６ 部（上），第 １９２、３１７ 页。

《成都机车车辆厂调查材料》（１９８４ 年 ４ 月），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第 ６０—６３ 页。
此政策起初确实增加了集体福利基金，许多企业在政策实施以来以此改善了福利。 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集体福利基金入

不敷出，超支借贷挤占生产经营资金的情况开始普遍发生，企业办社会的资金成本越来越高，对企业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董

辅礽指出，企业在留利的分配使用中，虽然也关注企业的发展，但更关注增加职工的收入。 这种情况同国有企业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没

有实现自负盈亏是密切相关的。 参见董辅礽：《双重体制下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财贸经济》１９９２ 年第 ９ 期。



四、内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办社会决策的影响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企业办社会现象与企业内外多重因素有关，且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如
重工业企业常常设立在较偏远的地区，而位置偏远的企业由于周边可以吸纳其职工家属、子女就业

的其他企业较少，容易有较多劳动力过剩；规模大、劳动力过剩问题严重的企业，如果身处外部服务

供给较好的大城市，也不一定会出现办社会的倾向。 因此，为了在样本数较小的条件下探讨各种因

素的交互影响作用，本文采用了定性比较分析———ＱＣＡ 方法，对前文的描述性比较分析进行检验，并
进一步揭示企业办社会选择中的复杂因果逻辑。

（一）ＱＣＡ 研究方法与小样本复杂案例

不同于传统量化分析模型，通过“一致性方法”或“差异性方法”的思路，①探讨相对机械的决定

式因果关系，ＱＣＡ 方法更注重组态分析，处理数量有限的复杂案例，探索多重并发因果和进行不同的

因果路径探析，分析多个相关条件组合引起结果，或多个不同的条件组合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的情

况；②同时，ＱＣＡ 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传统定性研究缺乏普适性的局限，以集合论和布尔代数

运算逻辑为基础，在分析过程中，提供了形式化和可复制的分析工具，有助于通过逻辑运算检验理论

或提出新命题。 ＱＣＡ 技术尤其在以小样本与中等样本探寻多重并发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当中得到

了较为广泛应用。③ 由于前文分析的各种影响企业办社会的因素基本都能较方便地转化为二分数

据④（参见表 ４），在此使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ｃｓＱＣＡ）来研究多因素之间的交互问题。 这一方

法不要求各因变量之间互相独立。
（二）变量设计与操作化

参照前文中的分析，选择外部供给约束、企业规模、过剩劳动力和企业所属行业情况 ４ 个影响因素

作为条件变量，⑤结果变量则设定为企业办社会的倾向。 参照表 ５，对变量进行操作化定义并赋值如

表 １０。
表 １０ 变量的操作化定义与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操作化定义 赋值

条件变量

外部供给约束 Ａ 参照表 ３ 的分类标准
较宽松为 １

较紧张为 ０

企业规模 Ｂ 职工人数多少，６０００ 是中值
＞ ６０００ 人为 １

＜ ６０００ 人为 ０

过剩劳动力 Ｃ 是否有就业安置问题或劳动力结构性过剩
有为 １

没有为 ０

企业所属行业 Ｄ 轻重工业的区分
重工业为 １

轻工业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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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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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前者指排除所有相似性之后确定因果关系；后者考察的则是即便在其他所有情况下被研究的现象均相同，是否还缺少某一

个原因或效果使这些现象表现出差异。 参见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 Ｃ. 拉金编著：《ＱＣＡ 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

的新方法》，杜运周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３ 页。
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 Ｃ. 拉金编著：《ＱＣＡ 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第 １—３、５—７ 页。
查尔斯·Ｃ. 拉金：《比较方法：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刘旻然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１４—２０、３７—

９１ 页。
虽然针对二分变量的使用存在不够精确的批判，但在分类现象的场合，清晰集仍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目前清晰集定性比较

分析仍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相当补充意义的分析工具。
利润留成制下多出来的集体福利基金，虽然是一项供给侧的影响因素，但在 ２０ 家案例中该项指标的数据变化不大，在 ０１ 变

量赋值时，所有企业都将赋值为 １，在逻辑运算中也会被简化掉，数据难以支持细致的量化分析；同时由于福利基金对所有企业来说

都是外生的变量，故而没有纳入模型中。



续表 １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操作化定义 赋值

结果变量 企业办社会倾向 Ｒ
有福利设施规模大、相当全面或明显成为企业负担的情况则较强，有

福利设施简单或对外购买情况则较弱

较重为 １

较轻为 ０

　 　 说明：清远县地方国营工业是一些小企业的联合体，其中轻重工业均有，无法对其进行二分处理，故在此处未将这个案例计入，共有 １９ 个案例用于

分析。

（三）结果分析

１. 基于 ＱＣＡ 方法的操作原理及步骤，由表 １０ 中的定义和赋值，可构造真值表，并进行单个前因

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如表 １１ 所示。 在 ＱＣＡ 方法中，当某个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大于 ０. ９ 时，则可

认为该前因条件是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表 １１ 中，４ 个前因条件中的一致性均低于 ０. ９，说明单个条

件不足以解释企业在办社会问题中的决策，应进一步考虑多种条件的交互影响。
表 １１ 必要条件分析

办社会倾向强 办社会倾向弱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外部供给宽松 ０. １１１１１１ ０. １４２８５７ 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０. ８５７１４３

外部供给紧张 ０. ８８８８８９ ０. ６６６６６７ 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０. ３３３３３３

企业规模大 ０. ６６６６６７ ０. ６６６６６７ 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 ３３３３３３

企业规模小 ０. ３３３３３３ 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 ７０００００ ０. ７０００００

劳动力过剩多 ０. ７７７７７８ ０. ８７５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２２２２２

劳动力过剩少 ０. ２２２２２２ ０. １８１８１８ 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０. ８０００００

属于重工业 ０. ８８８８８９ ０. ６６６６６７ 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０. ３３３３３３

属于轻工业 ０. １１１１１１ ０. １４２８５７ 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０. ８５７１４３

　 　 说明：一致性是指解和潜在经验证据相一致的程度。 清晰集中的一致性计算方式为：具有特定前因或前因组合且显示出相同结果的案例比例。 覆

盖度则表明条件或条件组合对结果的解释程度。 在清晰集分析中，通常会评估通过每条路径得出结果的案例比例，即通过特定路径得出结果的案例数

量除以结果实例总数。

２. 多因素交互的组态分析。 通过一致性检验后，对上述 ４ 个前因条件，使用定性比较分析工具

ｆｓＱＣＡ３. ０ 进行标准化分析，得出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三种结果。① 按照常规处理方式，本文选取

中间解和简约解进行组态分析，②进一步确定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对企业办社会选择的解释有 ７ 条

组态，结果展现在表 １２ 中。
表 １２ 企业办社会倾向的影响因素组态分析

条件变量

组态类型

办社会倾向强 办社会倾向弱

组态 １ 组态 ２ 组态 ３ 组态 ４ 组态 ５ 组态 ６ 组态 ７

外部供给约束 ⊗ ⊗ ⊗ ● ●

企业规模 ● ⊗ ● ⊗ ●

过剩劳动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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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简约解是为了进一步简化，纳入所有逻辑余项后的结果；复杂解则是完全排除逻辑余项的解。 中间解则是根据理论预期，
用理论和实质知识来指导逻辑余项的纳入，并且只允许使用可信的逻辑余项。 因此，中间解具有强化 ＱＣＡ 一般性的优点，通常将中

间解和简约解结合进行分析，简约解作为核心条件，中间解超出简约解的部分则作为边缘条件。 参见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 Ｃ.
拉金编著：《ＱＣＡ 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量与定性研究的新方法》。

组态，即条件的组合，每个案例都被视为条件变量的组态。 组态分析通过真值表完善和标准分析，得出前因条件组合与结

果之间的关系。



续表 １２

条件变量

组态类型

办社会倾向强 办社会倾向弱

组态 １ 组态 ２ 组态 ３ 组态 ４ 组态 ５ 组态 ６ 组态 ７

所属行业 • • • ⊗ ⊗

一致性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原始覆盖度 ０. ２２２２２２ ０. ３３３３３３ ０. ５５５５５６ ０. ６６６６６７ ０. ７ ０. ５ ０. ２

净覆盖度 ０. １１１１１１ ０. １１１１１１ ０ ０ ０. ４ ０. １ ０. １

整体解的覆盖度 １ １

整体解的一致性 １ １

　 　 说明：●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这一组态中该条件存在与否对结果的产生

无关紧要。

在哪些条件下，企业倾向于办社会？ 结合案例，从组态 １ 和组态 ３ 来看，考虑引入逻辑余项，将二

者进一步最小化是合理的。① 可以得出结论：在外部供给约束较紧的情况下，如果企业规模同时也较

大，企业就倾向于选择办社会，这二者是核心条件，此时企业劳动力过剩情况和所属行业不会影响结

果。 这可能是因为，即使劳动力过剩问题不严重，也不是重工业企业，但对职工生活的保障是企业多

个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较多的职工数量带来了福利设施经营上的规模效应，促进了企业的这一

选择。 同理，组态 ２ 和组态 ４ 表明，存在过剩劳动力的重工业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外部供给情况如

何，都会倾向于选择办社会。 典型的案例是成都机车车辆厂，外部供给并不缺乏，企业规模也不大，
但因为同时存在劳动力过剩和重工业行业两个因素，其办社会倾向仍比较强。 其中，劳动力过剩是

核心条件，与办社会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强。 而行业因素的影响可能与重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有关，
因为相较于轻工业企业，重工业企业大多提供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更低（如新建或改造服务场所），
供给能力更强。

那么，在哪些条件下，企业倾向于不去自己办社会，而是去寻求替代方案呢？ 组态 ５ 表明，当企

业规模较小，且劳动力剩余也较少的情况下，企业会选择通过购买、交换等方式来解决问题，企业规

模和劳动力剩余情况都是核心条件，此时外部供给约束和所属行业不会影响企业的选择。 典型的案

例是闽东电机公司和青岛锻压机械厂，二者都是外部供给约束较紧的重工业企业，但所办生活服务

设施数量都较少，规模也小。 闽东电机公司下设 ８ 个分厂，但规模并不大，且是 １９８０ 年以后逐渐合并

而来。 企业所办生活服务设施数量较少，没有专门管生活服务的部门，职工生活问题由劳动工资部

门兼管，调查材料中企业也没有表示有这方面的压力。 劳动力方面不过剩的原因可能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时因为申请招工指标未果，使用了较多合同工，定员不满，压力较小；１９７４ 年以后，生产有较大发

展，劳动力不足，因此又组织了家属厂，逐渐形成了家属厂的大集体职工和厂里正式职工混岗的形

式。 １９７９ 年以后陆续合并了几个工厂，其中包含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成分，原来的家属厂也参加

同样的生产，且工资、福利、上升通路都和全民职工一致，因此基本没有家属的安置问题，子女就业问

题 １９８１ 年以前也基本没有，１９８２ 年以后才稍稍有待业的情况。 同时，“从山沟里进入福州市”的扩张

和搬迁预期也可能抑制了企业办社会的愿望。② 青岛锻压机械厂的情况与之类似，也是之前使用合

同工较多，到期辞退后，由于没有招工指标，仅招收 ３００ 名集体所有制工人，反而没有太多的富余劳

动力需要安置。 少数不适合在厂里劳动的家属，有些办起家属工厂，承担机械厂的各种零活，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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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组态 １ 的构成是 ～ Ａ∗Ｂ∗ ～ Ｃ，可以对应到西北国棉一厂和金陵石化公司的案例，二者仅在所属行业上取值相反，因此可进

行布尔最小化，构成 ～ Ａ∗Ｂ∗ ～ Ｃ 的形式。 如果进行反事实分析，考虑假设 ～ Ａ∗Ｂ∗Ｃ 的案例（即同时满足“外界供给紧张∗企业

规模大∗劳动力过剩”的企业）作为逻辑余项是完全合理的，因此这里用简约解的条件进行解释会更清晰。
《闽东电机公司的劳动工资管理》（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２ 日），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第 ３０—３２ 页。



家属工厂实际是独立核算的，也有权在厂外揽活。 还有少量家属参与生活服务，如经营食堂、澡堂，
看管自行车等，但其规模较小，社会服务人员人数仅占青岛锻压机械厂总人数的 ６. ３％ ，相对是比较

低的。①

组态 ６ 表明，外部供给约束较宽松，且劳动力过剩较少的轻工业企业倾向于不自己办社会，这与

企业规模无关。 案例中上海国棉十七厂等轻工业企业就是这样。 如前文所述，上海国棉十七厂位于

杨浦区，１９８２ 年全厂职工共 ９６９１ 人，一线比例接近 ８０％ 。 因 １９７８ 年以后老职工大批退休，顶替和增

加的新工人达 ４４０６ 人，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不算严重，也几乎没有需安置的家属，同时因为上海基

础设施发达，故对企业办公共福利事业的需求也较低。 厂里仅办了一个商店，安置了几十人。② 其他

条件类似而规模更小的企业，则更不会倾向于自己办社会。
组态 ７ 较为特殊，似乎与之前的分析不吻合，这可能是极少数案例本身的特殊性导致的。 组态 ７

表明，在外部供给约束较宽松时，只要不是重工业企业，即使存在企业规模大和劳动力过剩的情况，
企业的办社会倾向也会较弱。 该命题的案例来源是天津色织公司。 如前文所分析，该企业出现这种

特征，其实与其成立不久有关，而且在合并后，该企业就开始积极兴建宿舍，事实上反映了规模扩大

后促进了办社会的现象，因此组态 ７ 不能形成有效的命题。
综上所述，从企业的角度看，想获得更多利润的企业当然希望卸下沉重的职工福利支出包袱，但

在多目标权衡之下，外部约束较紧、规模也较大的企业，以及存在过剩劳动力的重工业企业，办社会

的动力较强，因其能通过这一行为实现满足职工需求、安置剩余劳动力就业等多项目标，虽然所办的

生活福利设施常常在成本和效率方面都不如意，但企业仍会勉强接受；劳动力过剩较少、企业规模也

较小的企业，以及外部供给宽松、劳动力过剩较少的企业，建设福利设施的成本较高，职工生活需求

也更容易通过购买满足。

五、余论

１９７９—１９８３ 年间，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基本是扩权让利，允许企业有部分独立经济利益，同时扩

大企业自主权，以激发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但是，与此同时，此前束缚企业的产权关系并没有本质

改变，经济效益并不是企业的唯一目标。 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的内外部因素交互影响了企业的决策。
从外部看，公共服务缺乏，外部供给约束较紧的情况下，企业办社会倾向较强，而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高，外部供给约束较松的情况下，企业就有了多种选择。 从内部看，劳动力过剩较多的企业，更倾向

于办社会，而劳动力过剩较少的企业则可以选择更多经济有效的方式。 规模较大的企业，因规模效

应更可能选择办社会，规模较小的企业因不够经济，更倾向于购买服务。 重工业企业更倾向于办社

会，可能因其资产结构，导致办社会的成本更低，轻工业企业在这方面则有更大的灵活性。 在利润留

成中留出集体福利基金的政策，虽然激发了企业追求利润的积极性，但也相应的加强了企业办社会

的倾向。 上述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使得企业办社会的决策更为复杂。 从 ＱＣＡ 分析来看，外部供给约束

和过剩劳动力这两个特定制度条件下的产物在较多的情况下是核心条件，对企业办社会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 因此，国有企业在社会职能问题方面的改革，和体制改革密不可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缺乏立刻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的意识。 放权让利

的改革只是让企业开始“算经济账”，在政府无法提供公共服务，市场经济尚未发展起来，且社会保障

完全依靠企业的情况下，企业只能基于现实做出选择。 但这对整体社会来说是低效的，许多问题在

·２８１·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①
②

《关于青岛锻压机械厂的调查资料》（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３ 日），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第 ３９—４１ 页。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的劳动工资管理》（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资料，第 ３８—４０ 页。



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被暂时掩盖。 本文案例中的企业利润率大多超出部门平均水平，①对低效的办社

会负担已多有抱怨。 例如鞍钢每年生活福利开支 ６４９ 万元，收入 ４９ 万元，差额 ６００ 万元依靠企业补

贴；宝鸡氮肥厂自办大集体的产品价格超过向外采购价格近一倍，人员的工资福利也向企业职工看

齐，企业深感负担不起。 正如许多学者的研究所示，企业办社会是特定环境中的权宜之策，存在相当

多的弊端，资产使用效率低、管理费用增加、消费基金膨胀、职工福利刚性增长、造成了资产及人力资

源闲置性的浪费等，社会成本不断增加，不仅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不利，对国家经济运行也有负面影

响。② 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初步的，仍有浓重的计划经济意味。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渐转型，企业面对的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大，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后，国有企业陷入大面积亏损，办社会越来越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与债务包袱、利息负担、亏损挂账

等一同构成企业亟待解决的历史包袱。③ 随着地方财力的逐渐增长，部分解决了为企业提供公共服

务的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把“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纳入了国企改革的基本要求。④

接下来，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分离企业的社会职能开始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８０ｓ

Ｙａｎ Ｒｕｉｘｕｅ， Ｗａｎｇ Ｙｕ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８０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ｈａｄ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ｇｏａｌ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ＱＣＡ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ｇｈ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ｒ ｈｅａｖ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ｔｅｎｄ ｔｏ “ ｒｕ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ｏｓ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ｏｒ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ｓｅｅｋ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ｔｗ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ｄ 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Ｃ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ａ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ｒｕ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ｌｓｏ ｄｅｅｐ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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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约束与内部压力：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动力机制分析

①
②

③

④

２０ 家企业中，有 １２ 家企业利润率高于部门平均数，４ 家接近平均数，３ 家低于平均水平，１ 家没有相应数据。
王拓、叶金星：《“企业办社会”必须改革》，《企业经济》１９９０ 年第 ８ 期；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第 ２６—２７

页；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非生产性资产处置课题组：《非生产性资产的剥离与福利的货币化》，《经济学动态》１９９４ 年第 ６ 期。
１９９３ 年初，国务院经贸办企业司召开了“解决企业历史包袱问题研讨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企业办社会”是企业亟待解

决的历史包袱之一。 见郭小伟：《企业历史包袱亟待解决———解决企业历史包袱问题研讨会综述》，《企业管理》１９９３ 年第 ５ 期。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第 １ 版。


